第三节  解放前夕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夺取全国胜利，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毛啸岑看着发展变化的形势，特别从电台中听了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倍受鼓舞。

1948年1月，毛啸岑回到家里，看到儿子毛安澜在家等他。毛安澜现在已是同济大学机械系的学生了，在学校里也热衷于学生运动。在上海学生反内战反饥饿斗争的游行示威中，同济大学、工学院及法学院地处江湾五角场，游行路线较远，毛安澜就找到了“中信”搞汽车业务的朋友，请汽车运输行开了数辆大卡车接送学生，并用卡车参加游行。同济学生会由中共地下党控制，自办小卖部盈利，资助学生会活动费用。毛安澜就通过毛啸岑请中信银行帮助拆放学生会流动资金，以免受货币贬值影响。看着日趋成熟的儿子，毛啸岑时常露出难以掩饰的欢欣。

毛啸岑一进屋，毛安澜就迎了上来，说：“爸爸，有件大事需要你帮忙。”

看着儿子一付猴急的样子，毛啸岑笑了笑说：“什么事让你这么慌张？”

“我们学生会主席潘承邦被捕了，请你帮助设法营救。”
一听事关重大，毛啸岑答应了儿子的请求，就去找有关人士帮忙。

毛安澜与潘承邦的家长联系，由家长出面聘请律师为潘承邦辩护。

开庭那天，学生会组织同学在外面示威。里面律师慷慨陈述，毛啸岑与叶景灏又各挽一家店铺担保，终于使法院同意释放潘承邦。当潘承邦走出法庭时，法庭内外一片欢腾。

这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徐雪寒约毛啸岑和叶景灏在吴江同乡会见面。徐雪寒是带着党组织的指示从香港来上海的，他说：“现在，党组织经费紧张，你们能否在年内上交十万元港币。”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毛啸岑感到甚有难度。徐雪寒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解放战争已全面打响，推翻蒋介石统治，共产党掌握政权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现在，党组织需要现金支援解放战争，其他党内金融机构都在积极行动，这是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从黄昏一直谈到十点钟，毛啸岑和叶景灏应承了下来。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金融区党部的筹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一天，罗北辰通知毛啸岑去开会。会上，发了一本上海市金融界全体国民党党员的名册，有银行名称和区分部的数目。毛啸岑拿回来后，当即交给了叶景灏。叶景灏看后说：“这本东西很有用。”及时了解国民党金融界的情况后，叶景灏、毛啸岑一方面为共产党组织筹集经费，另一方面利用时机扰乱国民党金融秩序。

5月间，叶景灏第二次去香港，带回了徐雪寒的指示，要“中信”从其经营中每月上交给我党二万港币。毛啸岑知道党组织急需经费，就与叶景灏一起商量筹钱的办法。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不仅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经济也陷入崩溃的境地。为挽救现状，8月9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决定实行“货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开始发行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合法币三百元，金圆券四元合美元一元，法币自8月20日起停止发行。民间持有的所有法币、外币及银元，一律在限期内兑换成金圆券，同时实行强制限价。其目的是想以改革币制为由，公开掠夺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一得到这消息，毛啸岑就与叶景灏商量对策，决定将全部黄金调往香港换成美元。

当时，通货膨胀日益加剧，钞票贬值，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市场，“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如在上海成功，即可在全国打开局面。蒋介石把重点放在上海，并命蒋经国担任“上海经济协助督导员”。蒋经国一到上海，两天之内，出动6个军警单位，到全市进行搜查，组织了12339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到街上示威游行，入工厂、商店、金库及私人住宅搜查金银。在国民党金融区党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方治、潘公展要各“委员”的行、庄、公司报告持有的金银外汇数目，限期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会议以后，毛啸岑找到叶景灏，他们决定坚决抵制。

1948年8月的一天，毛啸岑和儿子安澜一起来到了一个弄堂小厂。这个厂只有一间客堂间，两架车床。然而却极不寻常，主持这个厂的王辅民是王绍鏊的儿子、中共地下党员。这个工厂是王辅民他们党小组活动的场所。

王绍鏊已经离开上海赴香港，临走前托毛啸岑、叶景灏照顾眷属。毛啸岑就将自己在“中信”得到的车马费交给王绍鏊家人用。后来王辅民他们决定办厂，毛啸岑就在资金上大力支持。叶景灏个人也投入了200元美钞。

毛啸岑与王绍鏊关系密切，双方的孩子亦十分要好。毛安澜于7月从同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听说王辅民要办厂，就把自己在汽车修理厂学习修理汽车所得的一部份钱投入了这个厂。

毛啸岑父子俩来到这里弄小厂，王辅民他们已经在那儿了。工厂定名为华美模具厂，现在要设法领执照。他们一商量，决定以合伙式公司的名义申请，于是照有限公司的形式成立了董事会。由叶景灏任董事长，毛啸岑任常务董事，王辅民当经理，毛安澜当副经理，华美模具厂就正式成立了。

11月，金圆券已濒临崩溃，但中央银行分管局长李立侠仍在金融业务会上给私营行、庄、公司下种种规定，要求兑换金圆券，国民党金融区党部召开会议，要求担任“委员”人员的行、庄、公司首先“奉行”。在此前后，国民党金融区党部补行了“宣誓就职”仪式，陈其采领誓，孔祥熙到会讲了话。银行公会理事长李铭、秘书长李韧哉也分头催迫各行、庄、公司出售金、银、外汇。毛啸岑感到压力很重，就请示叶景灏。叶景灏表示，“一点也不能出售，出售就是帮助反动政府。一定要顶住压力，完成我党的上缴任务。”经过谋划，他们以庆福星银楼出售黄金的“水单”作为“中信”出售的证据搪塞了过去。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上海金融区党部正式成立，选出了执行委员。同时筹组设计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一是设计组织成立各区分部，二是防止共产党活动。有一次筹组设计委员会座谈会，信托业需要推荐一人参加，为了了解金融区党部内部消息，毛啸岑就叫妻弟沈复镜去了。当时，沈复镜不十分愿意，而毛啸岑又不能透露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只能说“情况了解多了，对做生意有好处”。毛啸岑用汽车把沈复镜送到了爱棠路国民党市党部，并叮嘱要把会议情况记清楚。会议结束后，沈复镜向毛啸岑说了会议情况，毛啸岑立即向王绍鏊作了汇报。迫于形势，后来这个委员会没有正式组成。

当时，由于广大商人抵制，市场上有市无货，所有贸易转入黑市。物价猛涨，金圆券信誉大跌，民怨沸腾，社会骚动。11月10日，国民党政府迫于无奈，宣布取消“限价”，并于11日公布《修改金圆券办法》，撤消金圆券发行20亿的限额，准许人民手中持有金、银、外汇。至此，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彻底失败。然而，国民党财政部又制定了许多金融法令。例如规定支票不能当天抵用，不能滥发拨款单，不能签发空头支票，还规定各公司必须增资五十万金圆券。这时，毛啸岑感到中级信用信托公司这名称喊不响，为了赢得客户，扩大业务，利用这增资的机会，改称中信商业银行。并重组了董事会，潘光迥、魏一环、丁山桂去职，补进了舒曰信、王懋德、丁雪家等。

改名中信商业银行后，业务量就做得更大了。毛啸岑、叶景灏利用自己的银行，与国民党政府背道而驰。1949年初，金圆券贬值，物价一天天涨，叶景灏鼓励说：“怕什么，杀头吃官司我来！”毛啸岑被叶景灏的胆识深深打动了，他便签发了空头支票。

1949年3月，毛啸岑刚上班，叶景灏对他说：“姜维贤从香港来电，要我们两人中一人去香港。”毛啸岑听了眼睛一亮：“一定有什么新任务。”叶景灏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我想，由你以中信附属建国保险公司到广州筹设分公司为名前往，具体情况到那里就知道了。”

3月15日，毛啸岑乘飞机抵达香港。一下飞机，就看到了前来迎接的张云霄。张云霄陪毛啸岑在九龙尖砂咀半岛酒店住下，然后告诉毛啸岑：“先休息一个晚上，明天，姜维贤与你见面。”

第二天，姜维贤、张云霄在左顿饭店为毛啸岑接风。毛啸岑已经许久未能与姜维贤见面了，此番相见分外亲切。一见面，毛啸岑就把一张单子给了姜维贤，开玩笑地说“这是我的见面礼。”姜维贤接过一看，竟是蒋介石残余部队的陆军驻地、部队番号和军官头目的姓名。姜维贤感到喜出望外，这单子对我党的解放事业来说是十分珍贵的情报资料。

原来在3月初，毛啸岑的亲戚、在蒋介石军队后勤部门工作的李越尘来到毛啸岑的家里，他是奉命随机逃往广州的。二人一见面，毛啸岑就劝他不要再跟蒋介石跑了。那天夜里，毛啸岑和李越尘谈得很多，谈明了当前的形势，劝他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谈话间，毛啸岑特意问李越尘，蒋介石军队的经费是否归他们财务部管。李越尘作了肯定的回答。毛啸岑就想到管经费必定了解军队实情。如果能把蒋介石军队的情报提供给共产党，也是对解放事业作贡献。于是，他要李越尘设法搞个单子，看看蒋介石到底还有多少军队。过了几天，李越尘就把这张记有军队驻地、番号和军官姓名的单子交给了毛啸岑。毛啸岑对李越尘能深明大义感到很高兴，并嘱咐他要继续为人民做事。李越尘听了毛啸岑的话，就没有跟蒋介石军队去广州。

姜维贤放好了单子后，就向毛啸岑询问了中信商业银行的情况。毛啸岑据实一一作了汇报。

第二天，姜维贤来到毛啸岑住所，一进门，就将一叠书籍和文件交给了毛啸岑。毛啸岑一看，都是一些共产党内部的书籍和资料。姜维贤坐下后，对毛啸岑讲述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的形势以及天津解放的经过，说：“你回去关照叶景灏，好好准备，我们就要渡江了，在上海迎接解放。”
姜维贤又告诉毛啸岑，原来在香港的柳亚子、王绍鏊等已先后北上。

此时，毛啸岑回忆起了自己的往昔，想到自己跟随柳亚子、侯绍裘、邓演达、王绍鏊与蒋介石反动统治作斗争的人生经历，想到大家为之奋斗的事业，如今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中就要实现了。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奋，站了起来，要求立即北上，将来随军南下。

姜维贤理解毛啸岑的心情，然而他没有同意毛啸岑北上的要求。他说：“你留在上海比北上更能发挥作用。这次叫你来，就是要你加紧工作，迎接解放。现在有两项任务，一是开具一张上海金融业中比较开明的人士的名单，二是写出解放后金融保险事业如何经营管理的意见。”

临走时，姜维贤紧紧地握住了毛啸岑的双手，说：“谢谢你，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的！”

姜维贤走后，毛啸岑拿起了姜维贤给他的书籍和材料，一看，其中有一本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揉揉眼睛凑到灯前，一字一行地读了起来：“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再使之发展……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书中每一句话都含有特殊的感染力。毛啸岑忘记了时间和空间，全部精神沉浸在书本里面。

不一会，东方渐渐发白。

